
质量与量化
 

 
 

开放大学的前身——广播电视大学何时开始

全面讲求质量的，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晓得创

办初期，授课请名校师资，教材由强校编写，教学

媒体为卫星传输+广播电视，正如当时教育部长所

说“统一教材，统一播课，统一新生录取标准，还有

统一考试，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效果很好”（蒋南

翔，1980）。其中，“新生录取”与“统一考试”涉及

“入口”与“出口”，质量的把控的确不容小觑。再后

来，随着教育开放力度的加大，“宽进严出”逐渐成

为我们办学质量对外昭示的代名词了。

记得曾任英国开放大学校长、时任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20 年前在上海举行的“世界

开放大学校长会议”期间说过这么一些话，“一些大

型远程教育大学在建立之初，政府并没有将其定

位高质量的大学”。并举例道，印度尼西亚特布卡

开放大学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政治问题的发生。”
韩国开放大学的建立是为了将其“作为国家面对

信息技术革命的一项政策工具”（约翰•丹尼尔，

2003）。可见支持并满足国计民生也是高质量所在。

而英国开放大学自身却有点不一样，正如

其创始人之一珍妮•李所说，“在这所大学开办

的第一刻起，就不应该在质量标准上有半点放

松。”于是，它比拼牛津，追赶剑桥，虽然难以入

流，但却始终参加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QAA）的系列评估与评审，尽管常显疲态与失

望。英国开放大学 Sun 教授曾经这样表示，“有
人说英国开放大学就像一个旋转门，表面上每

个人都可以进来，但是大多数人转了一圈又出

去了”（白滨，2012）。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

实就是英国开放大学最主要的产出就是无法完

成学业的学生，有约 65% 的学生由于各种原因

可能无法毕业”（奥蒙德•辛普森，2006）。可见，

英国开放大学正是以这种英国式的“宽进严出”
保证了其固有的质量。因此，我国开放大学如

何确保应有的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中国式的“宽

进严出”，从而成为“擦亮牌子”与“受人尊重”的
大学（荆德刚，2021），此乃真正的当务之急！

说起质量，尽管其原本之意只是“有无”和“符
合”，但实际上我们习惯于将其认知为“好坏”与“高
低”。尽管其通常只是“积淀”与“建设”出来的，我

们却习惯于依靠“监测”与“保障”。如今，我们终于

从远程教育转轨到开放教育，但“从社会大众和政

府部门到国外同行，都十分关注质量问题，都有期

待，又有众多不解和疑虑”（王一兵，2012）。因此，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首先确立并宣示我们的“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质量观”（潘懋元，2000）。这就需

要我们正面回答开放大学的质量到底是什么？它

与传统大学质量的异同究竟在哪里？

其次，质量通常不是“摆设”和“修饰”，它实

际上是一种文化，所以有“质量文化”一说（菲利

浦•B•克劳士比，1979）。既然是文化，它就是一

种现象，需要历史的积淀和时代的滋润。在开

放大学，它作为各相关利益者的价值理念和行

为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就是一种内心的涵

养、状态的反映、无需提醒的自觉和举手投足的

自信。倘若没有健康的质量文化，那么我们平

时所讲的质量意识、质量标准、质量管理、质量

保障乃至质量评估等等，都将是一句空话。

同时质量本身仅仅体现了“质性”或“质素”，
因而难以直接度量，因此需要“量化”。当然，这

个量化后的数量恐怕不只是我们常说的“大小”
和“多少”，它作为与质量对应的固有属性，真实

反映了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活动的状态以及

教育效益的增值等。比如，规模形态、条件结构、

资源分布、利用效果、活动空间、呈现方式、交流

互动、发展趋势以及幸福感、满意度等我们常常

念叨的那些个大数据（刘振天，2022）。只不过

以往我们相比较于“质”，对“量”的认识过于简

单和片面了，因而对质量与数量这对既矛盾又

统一，既对立又转化的双重规定性认识不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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